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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于语言要素的文化因素具有隐含性与依附

性这两大特征 ，这两大特征是导致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对文化因素有所忽视，

因而对文化因素的处理仍然处于“半是半非的混沌状态”的主要原因。（1，

p. 213）而在语音、语法、词汇、汉字等语言要素中，与文化因素关系最密

切，反映最直接的是词汇。 词汇教学贯穿于语言教学始终，与词汇教学相依

相伴的文化因素教学也因此应当引起我们重视。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尝试

探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文化因素的阶段性划分，以期能够为有效进行文化

因素教学提供思路。 

1、 词义的层级与文化因素之层级的对应关系 

词的概念意义具有本义、比喻意义（亦称象征意义）与引申意义这样三

个层面，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学习相关词语时，一般来说，最先认识的是词的

本义，其次才是其比喻意义以及引申意义。 

如果我们将文化看作是一个具有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这样三

个层面的有机体，就能够发现：当两种异质文化相互接触时，“首先容易互

相发现的，是物的层面或外在的层面；习之既久，渐可认识中间层面即理

论、制度的层面；最后，方能体味各自的核心层面即心的层面。” （2, p. 83）

由此，词的本义、比喻义以及引申意义所承载的文化因素亦可分属于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以及精神文化这样三个不同的层级。  

比如：中国的饮食传到西方，外国人最易接受的是色香味俱全的饭菜，

而对其所蕴含的“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却不容易理解。同样，历史上西方传

教士来华，国人最先理解并接受的也是其器物文化，即钟、表、天文仪器等

实物，其后才接受了体现西方制度文化的历法与天文学，而体现其文化之核

心内容的宗教精神，在传播中却费尽周折，步履维艰。这说明，处于物质层

面的文化因素较为直观，容易为学习者所了解；规定着文化整体性质的理

论、制度层，则是权威的因素，需要深入全面的领会；而精神思想层面是文

化的灵魂，最为深奥。  

从对外汉语词语教学的角度看问题，处于本义、比喻义，以及引申义等

不同层级之中的词义与具有多层结构体系之特征的文化因素之间存在一定对

应关系。 

比如：“长城”一词，本义指中国古代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人们用来“防御外

族内扰”的万里长城。初级阶段教学时，通常只用图片或学习者母语中相对

应的词语，如 “the Great Wall”，告诉学习者 “长城”是什么即可。表面看这一

语言层次的“长城”只是一道景观抑或一个“器物”，所蕴含的是物质文化。但

“长城”所蕴含的文化因素不仅限于此。 

在“毁我长城”这一说法中，长城的含义在原来的所具有的“防御外族内

扰”的“保卫安全”之意义上加以引申，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在“不到

ЛИ ФЭН 
 

汉语词汇教学中文化因素的阶段性划分 



143║ 
║ 
║ 
║ 

长城非好汉”中，“长城”又是实现远大理想或抱负的标志，而在“把我们的血

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长城” 指一种极具凝聚力的民族气概与精神。 

类似的词语还有 “鼎”、“泰山”，以及一些数词、颜色词等。  

这一类词语的“本义与引申义、象征义之间，一方面交织着由语义的分
化及潜势所构成的词语的形象色彩，另一方面各义项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

关联，这两方面共同支撑起了文化的系统功能。”（3，p. 13‒14）文化所具

有的系统功能形象而又具体地表明了词义与文化因素之间所存在的对应关
系，这样的一种对应关系为我们讨论词语教学作为文化因素教学提供了依据

与前提。 

2. 聚合关系中的词义与文化因素 

词义的“聚合关系”亦即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所论述的联想关

系，这样的一种关系“把不在现场的（in absentia）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

列。”词义的聚合关系表明：“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是以关系为基础
的；……语言各项要素间的关系和差别都是在两个不同的范围内展开的，每

个范围都会产生出一类价值；这两类间的对立可以使我们对其中的每一类的

性质有很好的了解。” (4, p.171) 

以下我们分析处于 “同义”与“蕴涵”这两类聚合关系中的词义与文化因素

的关联。 

处于词语的“同义”之聚合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基本与词义相同， 一般适用
于初级阶段学习者的文化因素教学。  

如：“兄弟姐妹、锅碗瓢盆、长短高低”等。 “兄、弟、姐、妹”常用来比

喻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汉语中有“兄弟党、兄弟国家、姐妹城市”等说
法；“锅、碗、瓢、盆”均为炊具，四个词聚合在一起亦指代与“饮食”相关的

日常生活事物，如：“柴米油盐锅碗瓢盆”、“锅碗瓢盆交响曲”等；“长、短、

高、低”指不同的长度与高度，聚合在一起也指代人的长处与短处各有不
同。由此，这一类词的词义即文化因素。讲授这一类词语时，讲清各自词义

的含义，再辅以合适的例句，其聚合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则能够“其义自现”。 

（3）处于“蕴涵”之聚合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如“松竹梅兰、天地人、天
地君亲师”等。 这一类词的词义有着深层的文化内涵，一般适用于中高级阶

段文化因素教学。  

对“同义”与“蕴涵”这两类聚合关系中的文化因素的分析则提示我们：同
义关系中的词义即文化因素, 蕴涵关系中的词义的字面意义与其内涵深处的

文化因素之间也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词义的层级性与文化因素的层级性有

着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文化因素教学由此能够与语言要素教学同步进行。
如果我们能够因势利导将文化因素教学纳入词汇教学之中，将能够有效提高

教学效率。 

3. 思维定势的反作用与偏误生成 

赋予语言色彩和特性的一个民族的思维和知觉方式从一开始就对语言起

作用。正如哲学家加达默尔所说：“我们所有的思维和认识总是由于我们对

世界的语言解释而早已带有偏见。”（5，p. 65）也就是说，以不同语言为母
语的人，常常会在不同语言的表面意义与其实际含义之间产生联想，从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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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不同但却固定的思维定势。这种思维定式有时会成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偏误

生成之肇始之因。 

许多与飞禽走兽相关的词语都是文化标志词，人们由于其母语中相关词

语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对飞禽走兽的看法也就是一种文化观，一种具有

鲜明的民族特点与时代特征的思维定势。 

比如，蝙蝠，在汉语言文化中，有借助谐音，形成“福禄寿” 、“洪福”、

“五福临门”这样表示吉祥如意的词语；而在西方文化中，“蝙蝠”（bat）则是一

种令人感到恐惧、厌恶的怪异动物。作为堕落天使的魔鬼长着蝙蝠的翅膀。 

如果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能够重视思维定势对词语学习的反作用并因势利

导进行词义及文化因素的对比分析，同时提示学生进行思维方式的转换，则

不仅能够有效避免偏误的产生，从而提高我们的语言教学效率，还将有利于

促进第二语言学习者“多元文化观”的形成，有效培养其“跨文化”交际能力。  

4、文化因素教学的阶段性策略 

（1） 初级阶段:注意“点到为止”与“增长见识”之间的分寸  

例如,在学习“您贵姓?”这样的句型时,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由于受到其

“重个体取向”之特征的母语文化“只称名而不道姓”之习俗的影响,常会出现

“我贵姓Smith。”等偏误,教师可尝试在进行句型练习的同时,也辅以文化对比,

提纲挈领地告诉学习者,汉语初次见面介绍认识时的招呼语“您贵姓?”,反映了

汉民族交际文化中“重视家族姓氏而可以忽略个人名字”的规约,这规约之中蕴

含着汉民族“重视群体取向”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习惯,与说英语的民族有着

很大不同。 

（2） 中级阶段:在循序渐进的教学中兼收并蓄  

在中级阶段,学习者对汉语的认识逐渐进入由表及里的阶段,这时汉语教

学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学生扩大词汇量,扩展句型的用法,这一阶段对文化因素

的教学应采取循序渐进、兼收并蓄的方式。 

 例如：在回答“你家有几口人?”时,以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有时会回答

说:“爸爸妈妈、弟弟妹妹,还有狗。”这时,句中的“狗”这一词语的语义指向是

“家里人”。 

这是因为英语国家的“狗”被认为是善良忠实的宠物,甚至被视为家庭中的

一员。因此,英语中含“dog”的词语多半是褒义词,如:“a luck dog” 

此时,教师就有必要因势利导,兼收并蓄地提示在汉英两种语言中,与动物

有关的词语的感情色彩往往不一样。 比如,现代汉语中“狗”的本义是“既可看

家护院,又可被豢养为宠物”,似乎是中性词。 但由“狗”字所组成的词语却常含

贬义,如“汉奸走狗”等。 

（3）高级阶段:在潜移默化的教学中“推波助澜” 

高级阶段的文化因素教学应该追求“润物细无声”的境界,注重在潜移默化

的教学中适当的“推波助澜”,从而使学习者在掌握汉语的同时,也成为沟通不同

文化的使者。教师则在将自己定位于“沟通两种文化的使者”并认真做好文化

沟通准备和相应的教学设计的同时，也“需要对学习者的母语传统有充分了

解”（6，p.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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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施教者拥有自豪感,而学习者则不以为然、甚至有抵触情绪的话题,

教师应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在学生畅所欲言之后再恰如其分地加以引导,帮

助学生克服情感障碍,在深入地认识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后,学会“求同存异”,并

最终达到和谐与共融。 

结语：对外汉语词语教学中文化因素的阶段性划分是有待完善的课题,也

是需不断进行理论思考与教学实践的过程。随着其日趋完善,对外汉语教学工

作将朝着更为规范、科学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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